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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到服务:知识视野下的政府模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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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促进了知识的迅速增长和广泛应用,从而为生产变革

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人们在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形成的制度体系迫使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

的道路。 与此同时,人们也按照这种科学精神去建构社会,并通过管理型政府去实现社会治理。 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得知识获取的成本变得极其低廉,知识的广泛共享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 然而,在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下,人
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却陷入到越来越大的困惑当中。 随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基于知识共享之上

的创造性科学技术正在兴起,它们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交往和思维方式的冲击激发了人们对政府模式变革的强烈

呼吁,并且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潜力和被滥用的可能性又要求我们必须对社会治理做出恰当规划,并积极

建构起服务型政府这一全新的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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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知识都在其

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而如果说在农业社会

的历史阶段中(科学的或经验的)知识经常受到宗

教的遏制和打压,那么,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

则无疑释放了知识作为一种无穷力量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知识的迅速增长和广泛应用

奠定了工业社会之根基的话,那么,工业社会的制

度设计和治理方式则总是试图去确立和巩固知识

的这一地位,甚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对它指

手画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后

工业化的进程,科学技术(science & technology)的
发展则又为人类实现知识的共享和低成本获取提

供了各种可能性,因而,知识作为一种力量的局面

和观念正在被打破,因为它越来越具有开放、共享,
以及易于获取的特性。 为此,当人类社会面对日益

增长的共享知识时,所需要做的便是如何在知识共

享的基础开展合作行动,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
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新知识,并将之应用于人类社会

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积极的意义上,知识的增长和应用给人类社会带

来了无尽的福祉,而在消极的意义上,它又存在着

被滥用而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可能性。
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创造出来的科学技

术成就是非凡的,一旦它们被滥用,其后果也是极

其恐怖的。 科学技术的滥用不仅可以成为少数人、
少数集团或少数国家控制整个世界的手段,而且一

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先

进科学技术都可能在瞬间将人类及其所生活的地

球彻底毁灭。 因而,鉴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出

现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
当我们再一次站在社会变革运动的转折点上时,我
们不得不反思,人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命运并不

取决于我们过去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而
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规划社会治理中,积极变革政府

模式,引导人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应用这些日益增

长的知识,创造具有革命意义的科学技术,造福于

整个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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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长: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与扩散

从科学史的事实去观察,知识的持续增长以及

其中时常出现的一些具有突变性质的增长方式是

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 知识

(knowledge)生成于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

和科学探索过程。 尽管既有的科学和技术尚未能

挣脱自然规律的约束,但人类还是将这些知识应用

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活动之中。 因而,知
识一方面源自于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另一方面又

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被加以应用并生成新的知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方面的过程共同促成了

人类社会的知识增长。 如果说认识自然的过程为

人类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在知识

应用的意义上,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表现则建

立在人们利用自然界来创造物质舒适性的能力之

上。 在知识经济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将这种能力视

作经济绩效,然而,我们也同样意识到,这并非知识

范畴和人类经济能力的全部内容。 到目前为止,人
类一直生活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界当中,
那么,知识的范畴就应该包含着人类关于这两个世

界的知识:一是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认识,二
是对社会事实和社会关系的认识。 在工业社会的

科学发展史上,人类关于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质上是

对关于自然界的认识的一种摹仿。 因而,我们才会

看到,人们关注的有用知识通常只涉及那些能够满

足人们实用需要的关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知

识。 基于这样的一般观念,知识的特性通常不指向

人类社会,而指向自然界。 在知识的认知性和技术

性中,认知性回答了“是什么冶的问题,即认识自

然,而技术性则回答了“如何做冶的问题,即改造自

然。 如果说在工业社会的科学中,认识自然的目的

在于改造自然,造福于人类社会的话,那么,通常人

们就会在简化的意义上用技术来替代知识,尽管技

术并非知识的全部。 因而,技术促使社会进步的速

度也就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
与整个社会的知识存量相比,不论是研究者还

是实践者,个体所拥有的知识以及能够用它们来做

什么事情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因为当一项知识仅

为一个或几个人所拥有而无法为社会所共享,这些

知识的价值显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即便实际上它

们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

创造了能够使知识得以传播和扩散的语言、符号、

图式、模型等,这些群体共享的符号系统能够大大

减少人们获取知识的成本,因而使得知识从人的头

脑中转移到外部存储装置中,也就实现了人类社会

对知识的共享,尽管当我们获取它们的时候仍需要

一定的资源投入,比如,印刷用的纸张、油墨等材

料,进行知识外部存储时所进行的编码,以及人们

在进行知识获取时所投入的解码成本等。 更为重

要的是,外部存储给人类进行知识再加工和再完善

增添了不少障碍。 即便如此,外部存储还是为知识

的传播和扩散创设了良好的条件。 人类社会在 18
世纪以前的绝大多数知识实际上都是不系统、非正

式的,而且通常都是非编码化的,知识的传播方式

也是非常有限的,有时是师徒之间的垂直传递,有
时是个体之间的横向交换,而且知识经常是不完整

的。 在这些不完整的传播中,知识将会遭遇两种不

同的命运:一是在传递或交换中不断地流失而慢慢

地被人们遗忘,二是流失后的残缺知识和信息需要

进行补充,在这种补充过程中又重新建构起了更加

完善、更加严密、更加实用的知识。 而不论是哪一

种命运实际上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在人类进入

工业化进程之后,知识传播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使得

人们可以从书本中成本低廉地获得知识,尽管这些

都是经过编码的科学事实和技术指南,但作为已知

的或常识性的知识,它们为人类社会在进一步的生

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扩展、完善,或者否定、扬弃它

们做好了准备。
在知识传播技术的发展中,正如爱森斯坦所指

出的,印刷术的出现为维系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创造

了条件。 在她看来,早在 16 世纪,印刷术就为“村
与村之间的隔阂架起了桥梁冶。 尽管她承认“早期

印刷的技术文献对科学与技术的影响仍是个悬而

未决的问题冶,但她仍然坚信印刷术使“社会意义

上有用的技术冶的大众化成为可能。[1] 在农业社会

的历史阶段中,认识自然的知识掌握在了统治者或

少部分社会精英手中,但知识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流

失并为社会底层所掌握。 工业社会的科学知识尽

管存在着一些权威机构和专家团体,但仍然在一个

相对开放的科学体系中向社会弥散。 因而,尽管知

识传播时常受制于知识的组织方式、存储技术,以
及由谁掌控知识的获取,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人们之间的知识传播总是不断地发生。 正如莫基

尔所描述的,“如果持有知识的人认为知识是财

富、权力和特权的源泉,他们就会倾向于保护知识,
并妒忌别人获取。 严守秘密和排斥性的做法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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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会人为地增加获取成本。 可以相信,语言、特
定表示方法和行话也是获取知识的障碍(到现在

仍是如此);如果科学家想要让公众和资助者理解

他们,他们往往会撰写科学著述的 ‘普及爷 读

本。冶 [2]9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传播就不光受

制于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且还取决于一些其他因

素。 然而,这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认知自然的

知识是如何扩散到人类社会建构过程中来的。
我们看到,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人类积累

起来的这些科学知识被复制到人类社会的建构过

程,一方面它表现为对自然现象的复制,另一方面

则表现为对自然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原理和法则的

复制。 知识对于认识到它们的人来说是有用的、易
于接受的,而对于那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们的人

来说,则是无用的,甚至是难以接受的。 因而,在工

业社会的科学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摹仿的踪影,因
为,只有摹仿了自然界客观存在的那些知识才具有

严谨性。 如果我们用严谨性( tightness)来测度知

识的话,那么,知识的严谨性无疑反映在两个层面

上:一是自信度,这是说知识能否有效地自我辩护

以及被清楚地论证或检验,因而说服人们接受这项

知识;二是接受者的意愿,这是说知识能否给予人

们以信心并愿意运用这项知识去开展行动。 在一

个知识逐渐增长的社会里,知识的严谨性越高,则
意味着人们越乐意于将之视为其观念、信念,以及

话语规则中的一部分,因而抵制这种知识的可能性

就越低。 在摹仿的科学中,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实

显然是有自信度的,这就为知识的社会普遍接受奠

定了基础。 而在工业社会的科学体系中,话语规则

通常不是由大众自行建构起来的,而在很大程度上

是权威、专家告知公众的,关于自然界的真相也随

着这些话语规则被人们接受和相信。 因而从消极

意义上来说,政治体系所任命的权威和专家在知识

的探索和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非常奇特的角色,他们

或者迫使人们接受那些从自然界复制过来的知识,
或者通过自我辩护、自我论证和检验来证实这些知

识,更为重要的是,通常这些权威和专家只承认那

些按照知识严谨性标准而生成的知识,因而也就将

人类社会的创造能力扼杀了。 创造性的知识是具

有自信度的,但这些知识却未必能够迅速产生非常

广泛的接受,而这又恰恰取决于权威机构和专家团

体。 正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所描述的,
“当一项新的发明最初被提出来时,几乎所有人在

一开始都持反对态度,而可怜的发明者总是受到那

些急躁的权威人士左右攻击……能够经受得住这

样责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更糟的是,当围绕新

发明的无休止争议逐渐平息时,时间已经过去很

久,可怜的发明者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已经因为此

发明而债台高筑。冶 [2]219如果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打

破了宗教裁判所的权威,那么,在工业社会里我们

同样建立起了类似的裁判所。

二、管理: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

人类社会在创造促进其经济增长的科学技术

因素的同时,也创造了各种抑制其长足进步的各种

障碍和阻力,因而,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科学

技术进步中呈现出了“锯齿效应冶 ( ratchet effect)。
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前进和停滞是技术发展中

往往交替出现的两个过程。 在推动人类生活进步

的同时,技术一级又一级地走上更高的台阶,达到

新的平衡,然后保持相对的平衡,因为技术如果不

是从一场‘革命爷向另一场革命前进,它就停滞不

前。 从各种迹象看来,减速因素似乎不断在起作

用,我很想进一步强调减速因素的深远影响,但这

又谈何容易! 技术的进步和停滞贯穿着全部人类

历史。 所以,即使研究技术史的专家也几乎从未完

全掌握技术史。冶 [3] 尽管我们同样无法非常清楚、
准确地罗列出那些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减速因素,
但在考察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时,我们

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通常带来了政治力量和

社会力量的同步增长,这两种增长之间既是相互促

进,又是相互钳制的。 当财富和成功带来的并非是

进取精神而是不同方式和不同类型的掠夺和寄生

时,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渐地被扼杀

了。 工业社会支持自由竞争的制度以及管理型政

府在获取经济增长动力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

破,甚至可以说,不同时期里的各种既得利益团体

为了维护自身在现有科学技术水平中的优势地位

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利益,往往会采取非市场的手段

去阻止科学技术的进步,以维持他们在社会生活中

的掠夺和寄生地位,因此,我们说,在科学技术发展

的外部存在着这样的障碍和阻力,它们不是人的所

谓内在惰性的某种体现,而是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

和治理方式的根本缺陷,正是这种缺陷催生了人性

中的消极因素而生发了掠夺和寄生的行为。
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关系上,经济持续增

长的趋势被社会接受度拖垮,或许无法归结为技术

311

第 2 期 周军:从管理到服务:知识视野下的政府模式变革



本身所具有的自信度,但却可以归咎于技术的认知

基础。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进步受挫又根源

于技术认知基础的薄弱,也就是说,技术缺乏科学

原理的强有力支撑。 一项新技术的诞生一般都具

有一定的革命性,然而,如果它缺乏坚实的认知基

础的话,那么,这种革命性是不可能汇聚成一股历

史推动力,而促使人类社会在这一时代源源不断地

创造和发明新技术。 我们看到,人类在农业社会的

历史阶段中的绝大多数技术发明可以说都是偶然

的发明。 发明者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发明

的这些新技术背后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但是它却依

然是有效的,即便规模很小且时有误差。 对于一个

探索者或发明者来说,如果他对自然原理并不是非

常清楚,那么,他只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去碰

撞获得成功的运气。 即便个别人幸运地取得了成

功,然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认知基础薄弱的技术

很难为人类社会带来大规模、连续的技术扩展、改
进和应用。 然而,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则出

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对于一个发明人来说,写
一套操作指令集以刻画某一技术时,社会必定已经

知晓与该技术有关的自然过程的某些知识,这是隐

藏在该技术背后的。冶 [2]5科学与技术之间似乎就达

到了一种相互交织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科学

原理是指导技术发明的基石,而技术进步则在人类

生产、生活中传播、扩散有用的科学知识。 也就是

说,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所确

定的那些科学原理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奠定了

坚实的认知基础,而工业社会则在此认知基础上不

断涌现出持续的技术发明,并在科学与技术之间达

到一种可持续的良性状态。 因而,我们看到,工业

社会的科学与技术实现了知识增长的螺旋式上升。
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治理方式却在支持竞争行为

中刺激人们争相追逐对技术发明的攫取,而忽略了

对科学原理的探究,即便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基础科

学,也是从属于通过技术发明来促进经济增长、获
取竞争优势之目的的。 因而,这也就给人类社会持

续的知识增长埋下致命的缺陷。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对知识存量增长和知识严

谨性的追求又迫使工业社会的科学体系走向了摹

仿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思路。 在人类社会工业

化进程中,科学活动中自 17 世纪兴起的“实验冶观
念和方法在启蒙运动中受到了早期思想家们的极

力推崇。 实验哲学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建构起

了相互联系的语言工具,围绕着实验而设计出来一

整套机制促进了工业社会的知识增长,人们甚至相

信只要设计出合理的实验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问

题的合适方案。 正如凯泽尔所说,“正确实验方法

的逻辑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和通过合理描述而

组织有序的有用事实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或‘理论

的爷方法。 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验和描述被证明

是科学最有效的方面。冶 [4] 这或许就是工业社会的

科学精神,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是有序的、理性的、
可预测的,这种信念在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者的

心目中深深地固化,人们相信即使现有的科学探索

还尚未完全理解到自然的真相,但他们相信自然是

可知的,人类终归能够通过实验的科学方法明白我

们所身处其中的自然界。 因而,在整个工业社会的

知识体系中,科学家们所宣称的那些绝对真相则是

通过实验方法获得的结果,它们既有对自然现象的

计算,也有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在建构政府的过程

中,人们也是按照实验方法和科学精神去进行官僚

制组织的设计,并按照自然秩序原理去建构政府中

每一个对象之间的等级关系。 正是由于政府本身

就是按照这样的自然原理和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
因而,它在骨子里都相信,惟有这样做才是合理的。
其逻辑的和现实的结果是,管理型政府通过对知识

的管理去建构一种封闭的体系,而这种体系也是建

立在通过实验获得真相的科学精神之上。
按照启蒙思想家们的设定,科学知识和技术知

识的扩展,就是要满足于人类实用主义的需要。 崇

尚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者深信培根的

实用主义观念,努力降低知识获取成本,使人们在

相互竞争的市场中通过不断的创新活动来实现致

富。 企业家们乐意于搜罗各种有用的知识以用于

其赚钱的目的,人们关注的是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

律中摹仿而获得的新工具、新设备对其是否有用,
其次才会去关心其中的科学原理以及这些知识是

否可靠、正确或者科学。 因而,在工业社会的科学

技术中盛行着“工具主义冶 ( instrumentalism)的观

念和方法。 在这些解释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各

种工具中,特别有趣的是,统计学也在工业化进程

中迅速崛起了。 之所以认为它的崛起是特别有趣

的,是因为在牛顿主义者看来,人类所生活于其中

的世界是严格遵循确定论的,而不是随机的,因而,
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甚至不承认这个世界蕴涵着

不确定性。 在人类科学活动中经常会出现机理不

明、信息不完整、材料太多、距离太远、无法逐一研

究的各种情况,而人类又需要得到关于这类自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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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经验规律和某些知识,那么,采用统计方法和

概率论方法就不那么奇怪了。 在人类认识发展史

上,除了某些例外之外,一些算得上共识的方面也

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一是经验认识所呈现出来的

某些规律性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严谨性;二是从大

样本中得到的结论终归是胜过个人经验的。 因而,
统计学和概率论的方法不仅没有逃离出这种工具

主义的科学体系,反而使人类的科学活动在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过度依赖于这种研究方法而

无法自拔。
如果说科学能够帮助人类解开宇宙和人类自

身的奥秘,那么,通过实验数据去证实或证伪则是

通往这条道路的桥梁,而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则无

疑创设了各种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制度。 我们看到,
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科学知识并不像今天这样

可以自由交流和广泛传播。 在宗教依然统摄人的

精神世界的时代里,科学知识被严格限定为是具有

排他性的秘密,掌握科学知识并试图传播它们的人

可能会遭遇极其悲惨的命运。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

将宗教对科学的排斥和打压视作自己的批判对象,
也便包含着要求科学知识普及、传播、共享、开放的

要求。 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关

于自然的知识也逐渐走向了开放,它们不再是被隐

藏起来的秘密或私人独占的财产,而成了社会可以

免费共享、自由交流的公共资源。 直观的证据是,
为了使科学知识在社会当中达到共有、分享,人类

社会建构起了一整套通用的词汇、符号、图式、模
型,以及达成共识的各种标准。 但是在工业社会的

科学技术体系中,“开放冶适用于科学知识,却不适

用于技术知识。 如果说科学知识是一种公共资源,
可以供人们免费获取、自由分享的话,那么,技术知

识则完全是按照私人财产来加以保护的。 因而,在
工业社会的制度体系中,管理型政府是通过专利和

技术秘密这种保护技术知识的利器来建构知识应

用的封闭性体系的。 仔细观察工业社会的科学技

术体系,就会发现,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在保护上

似乎出现了进一步分化:一方面,科学知识被视为

人们可以自由分享的公共资源,尽管没有采取财产

保护的制度,但却建立起了某种形式的奖赏制度;
另一方面,技术知识因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经济

性而被视作私人财产加以保护,但技术知识的保护

也出现了再分化,即授予技术知识以专利,这样人

们就可以公开、免费、自由地获取和使用这些知识,
而另一些技术知识则又是通过技术秘密的方式加

以保护的,这样就人为地增加了获取这些知识的成

本,设置了分享、传播和使用它们的障碍。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倾向于将知识产权视作自

然法的重要构成部分,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很好地

贯彻了启蒙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并将之应用于有

用知识的保护上。 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设定,工
业社会的制度设计引发了那些关注科学与技术发

展的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争论:一方认为,
知识产权保护为相互竞争的经济供应了技术进步

的动力,而这动力源自于人们源源不断创造新知识

的内在动机;而另一方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

上产生了对有用知识的垄断,它阻碍了知识的有效

扩展、廉价获取,以及广泛共享。 人类在工业社会

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巨大的科学技术成就,它得益于

人类将关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知识汇聚起来,
创造能够满足人们实用需要的有用物品。 然而,单
纯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不会有利于人类创造如此

壮观的文明成就,反而会在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

负反馈机制中导致两者都陷入停滞、疲乏、萧条的

局面。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

和技术进步因此而僵死过去,因为在工业社会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三个促进知识

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方面:一是当人们普遍地将作为

公共资源的科学知识和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知

识加以严格区分时,很多像伦福德伯爵、本杰明·
富兰克林、汉弗莱·戴维这样的发明家则信守自然

哲学家公开知识的承诺而拒绝将自己的任何一项

发明申报专利,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们的个人品格

为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尽管国

家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竞争的态势,但在知识

交流上,政府则经常通过外交渠道积极获取他国的

技术信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获取成本的降低以

及知识在国家间流动的可能性增强了工业社会技

术知识的流动速率和广泛传播;三是在知识产权和

技术秘密的保护下,很多知识被作为私人财产而用

于经济的、私人的目的,然而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
尽管在工业社会领域分化所形成的领地意识中,知
识交流和传播仅仅局限于篱笆遍地的同行之间,但
是信息标准化却几乎在科学技术的各领域达成了

一种共识,人们在进行知识交流和沟通中使用属于

该领域的共同术语。 信息标准化建构了一种同行

业通用的基本语言,换句话说,来自任何领域的人

只要掌握了这种基本语言,也就获得了打开通往这

一知识领域之门的钥匙。 尽管在工业社会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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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体系中,要想实现知识的广泛交流和沟通,一
个人可能需要获得许多把这样的钥匙,但至少这些

方面都促进成了人们之间的知识交流和沟通,并使

基于既有知识而进行的创新活动成为可能。 因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管理型政府想方设法地去

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最终也没有能够完全

达成这样的目标,反而因为它所期望建构的封闭性

出现了漏洞,才挽救了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技术

进步。 而这一点也给我们在思考政府模式变革及

其治理方式创新时提供了一种启示。

三、服务: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活动

反观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人类智

力的发展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可以说处在“觉
识冶的时代,而在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

的智力水平显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出了“觉
识冶的时代而进入到“摹仿冶的时代,因而,从这个

意义上说,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

动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因为它们为

人类智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类社会

的工业化进程中,将科学转化为工业生产的技术则

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而不论科学还是技术都是

人类社会知识增长的标识,都是人类智力发展的结

果。 从历史事实来看,正是人类社会走向摹仿时代

的这次启蒙运动促成了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

积累起来的知识走向了理性化,并在知识传播技术

的帮助下得以广泛的扩散,尽管很少有人真正地注

意到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性,
但历史事实却证明了紧随启蒙运动之后发生的工

业革命没有像以往一样突然爆发而又偃旗息鼓了,
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持续的,不断向前推

进的过程,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不断地

将人类社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当然,工业社会

的科学与技术中还存在一些不同于一般技术的新

发明,如热气球技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挑

战地球重力的尝试。 这一发明与工业革命历史上

的其他发明都不太一样,可以视之为另类的重大发

明。冶 [2]50尽管这样的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另类冶意
义,但却反证了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

科学技术绝大多数都不具备挑战自然现象和自然

规律的意义。 因而,也就证明了人类在工业社会以

及之前的历史阶段中,科学与技术主要是在摹仿和

复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它们所表现出的创造性

实际上应是摹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
当工业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而人类社会迈上

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人类智力的发展需要再一场的

启蒙运动来为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新时代做好

准备,这场启蒙运动正在发生,它引导人类社会走

向“创造冶的时代。 在科学技术发展上,以纳米技

术、网络技术、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预示

着人类的智力发展进入到又一个新阶段,预示着人

类正在迈入后工业社会,预示着人类智力发展史上

的“创造冶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 18 世纪的启蒙运

动之后百余年里,人类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都

是令当时的人们感叹的,然而,人类社会进入 20 世

纪之后,即便我们是用工业社会的科技发明的标准

去衡量也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技术进步都是对既有

技术的改进而不是全新的发明,并且 20 世纪的科

学与技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了“综合冶的特

征,即将以往的技术发明进行重新组合而得出一些

改进了的发明。 当人类社会迈入后工业化进程之

后,人们越来越发现依靠过去那种摹仿和复制自然

现象和自然规律所进行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最
终走向了疲劳乏力和后劲不足。 人类在这个时候

需要的是再一场的启蒙运动,它将启蒙人类智力的

发展走向“创造冶的时代,而创造时代的创造性科

学与技术不是建立在分析和摹仿之上的,也不是对

人类已有的科学技术成就的抛弃,而是建立在通过

综合既有科学与技术去实现在知识共享基础之上

的创造性活动。
20 世纪后期的这些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科学和

技术的兴起,既是人类社会迈入后工业化进程的标

志,又为人类迈入这一创造性时代做好了铺垫。 如

果在知识传播的意义上去理解创造性技术的兴起

的话,那么,我们便会发现,计算机的网络化与独立

工作的计算机在其知识储备与共享的意义上是不

同的。 20 世纪后期的信息技术发展,尤其是以互

联网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传播

的外部存储方式极大地扩展,人与人之间通过网络

技术进行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不仅日益迅速,而且

成本极其低廉。 因而,技术方面的进步通过降低知

识获取成本而扩展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和渠道。 如

果说在工业社会里还有一些知识是某些人知道而

其他人不知道的,或者说有些知识是这个社会知

道,而其他社会不知道的,那么,在人类迈向后工业

社会的进程中,这种局限性或有限性正随着信息技

术革命的浪潮而被突破。 因而,很多人也将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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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在迈入的这个时代称为“大数据时代冶(迈尔-
舍恩伯格)。 然而,按照工业社会的科学与技术去

进行知识传播,人类必然要遭遇这样的问题,即
“并非所有技术都能得到明确表述、可以编码化或

用语言表达出来。 即便明确表述,也很少有完整的

表述,很多表述都留给用户自己去诠释。冶 [2]11在大

数据时代,知识的传播将越来越被超级数据所替

代,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数据的海洋中寻找有用的知

识和信息,而“删除冶数据和信息所要耗费的时间

和成本将越来越高,甚至令人痛苦不堪,那么,在这

种情况下,人将越来越失去自己诠释的能力,这种

能力丧失的可怕结果是人类创造能力的衰落。
如果说后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是创造性的科

学技术,那么,它们所需要的是创造性的理论,而这

些理论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发现

之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之上,
而这又是以知识共享为基础。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
知识和信息爆炸式地向我们涌来,当我们被动地去

接受扑面而来的进程时,如果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

从中删除掉那些我们不需要的或者对我们没有用

的知识和信息的话,那么,人类在后工业社会的历

史阶段将丧失创造的可能性,留下来的只是在漫无

边际的知识和信息中查找。 因为,在工业社会的分

析科学中,知识和信息都是碎片化存在的,人们所

使用的分析工具也将知识和信息进行碎片化处理。
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人们总想要通过对单个的知

识和信息进行分析,看它们对决策活动是否有用,
然而,正如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所指出的,
“随着大数据的出现,数据的总和比部分更有价

值。 当我们将多个数据集的总和重组在一起时,重
组总和本身的价值也比单个总和更大。冶 [5] 正是由

于我们对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的某种迷信,才导致

了我们忽略了总体的价值而陷入无限的困扰当中,
因而,正如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没有迷信农业社会

的科学技术一样,“我们不应生成对工业社会这个

历史阶段的科学及其技术的迷信,我们应当相信,
后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技术会从工业社会的科学

及其技术中继承一些有用的因素,但在总体上,将
实现对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技术的扬弃。冶 [6]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再次处在了新

的历史转折点上,科技、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这场

激烈的社会变革运动,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治理

方式也应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变革运动中建构起全

新的政府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正如卡普拉所说

的,“当一种文化变得过分僵化———在其技术、思
想或社会组织中———从而无法迎接条件变化带来

的挑战时,衰落便发生了。 这种灵活性的丧失伴随

着和谐的普遍丧失,因此导致社会失调与混乱的发

生。 在这一衰落和解体过程中,尽管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组织仍然强行推行其过时的思想,但是它们却

逐渐濒于解体,而新生的、具有创造力的少数正以

其独特的才能和不断增强的自信心面对着这些新

的挑战。冶 [7]创造性的科学和技术正在这个历史转

折点上兴起,一方面,它们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

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并要求一切形式的制度设

计和治理方式都要与之相适应,因而,在人类社会

的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必须进行政府模式的变革

和治理方式的创新,而不应该用旧的制度框架和过

时的思想来捆扎人类社会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
另一方面,创造性的科学和技术所蕴含的潜力是以

往的任何科学技术都无法企及的,这不仅表现在它

们为整个人类社会造福的潜力上,也体现在了它们

可能被滥用而招致人类濒于毁灭的潜力上,因而,
人类社会不仅处在了文明进步的转折点上,还处在

了命运选择的转折点上。 很显然,我们不能像工业

化进程的自然演进过程那样继续后工业化的进程,
因为它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可能会导致人类及其生

存的地球在瞬间彻底毁灭,因而,我们应当自觉地

规划人类的社会治理,自觉地进行政府模式变革。
我们看到,在工业社会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

下,管理型政府通过各式各样的控制手段去对知识

进行管理,从而建构起了一种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

系,这种知识应用体系所支持的是人们之间的竞争

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工业社会的知识增

长都是建立在利己动机之上的,因而,就像工业社

会的有限开放性一样,知识的共享也是有限的。 在

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中,这种知识共享方式不

仅不能给人类社会的创造性活动带来积极的驱动

力,反而,使人类无限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被遏

制或局限在了有限的范围内。 这就是管理型政府

的知识管理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是管理型政府自

身的一种特征。 因为按照这种有限开放、有限共享

的逻辑去建构管理型政府及其官僚制组织,其逻辑

和现实的结果都是一种封闭的、等级化的中心———
边缘结构。 而在其社会治理活动中,也在到处渗透

着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这就导致整个

工业社会陷入领域分化的封闭状态,知识变成了私

有财产,并在法律制度的保护下成为个体、组织,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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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国家通过它来获得经济增长的利器。 然而,在人

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并非

建立在这种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之上的,而是建

立在广泛的知识共享之上的。 这种知识共享在为

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向政府

模式变革提出了自己呼声。 既然管理型政府模式

及其治理方式不利于甚至有损于广泛知识共享的

实现,那么,人类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必然要求政

府服务于知识共享之需要。 政府模式不应当是管

理型的,而应当是服务型的。 也只有服务型政府模

式及其治理方式才能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性

活动,这种政府模式不是去管理知识的应用、控制

知识的扩散,而是通过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和开展

合作的行动来建构知识广泛共享的模式,从而激发

人类社会潜在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 因而,在这

个意义上,服务型政府是在批判和超越管理型政府

及其支持竞争的制度之上积极建构起来的一种全

新的政府模式,它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合

作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合作行动的开展中去建构人

类社会广泛的知识共享模式,促进人类社会在知识

共享之上的创造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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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nagement to Service: Governmental Model忆s
Change in the Vision of Knowledge

ZHOU Jun

(School of Govern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starting from the West
and extending to the other parts of the human society have promoted the rapid growth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forms. The institution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tightness has compelle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way of imitation. At the
same time,we have also constructed our society according to this scientific spirit,and achieved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management鄄oriented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kes the acquisition
cost of knowledge extremely low,and knowledge sharing is no longer a problem. However,under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society,the more knowledge we have,the more confused we are. With the coming of post鄄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human society,the cre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the knowledge sharing are emer鄄
ging,which has shocked the production,communication and thinking mode of the human society. Now they are
spuring people strongly to appeal to the government reform,and according to the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bused of cre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we must make proper planning on the social
governance,and actively construct the service鄄oriented government which is a new mode of government.
Key words: Knowledge; Imitated Technology; Creative Technology; the Enlightenment; Governmental Model;
Service鄄oriente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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